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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语言使用的重要表征，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更是文化身份、语言政策与权势

关系的体现。本文以Hymes提出的SPEAKING交际模型为理论框架，结合实地采集的成都博物馆双语及

多语标牌图像资料，从场景、参与者、目的、行为次序、基调、媒介、规范与体裁八个维度，系统分析

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构建特征、功能实现与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在体现国际

化与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存在译写不规范、语码选择不统一、互动性不足等问题。本文据此提出优化建

议，以期为博物馆语言环境的提升与城市语言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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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use in public spaces, linguistic landscapes serve not only to 
convey information but also to reflect cultural identity, language policies, and power dynamics. Us-
ing Hymes’ SPEAKING communication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rawing on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signage images collected from the Chengdu Museum,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
alyzes the construction features, func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existing issues of the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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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landscape across eight dimensions: setting, participants, purpose, sequence of actions, tenor, 
medium, norms, and genr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Chengdu 
Museum embodies bot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non-
standard translation, inconsistent code-switching, and insufficient interactivity. Based on these find-
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improving museum language 
environments and urban linguistic ec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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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学家 Landry 与 Bourhis (1997) [1]首次提出“语言景观”这一概念，明确其定义为：出现在公共

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

城市群的语言景观。随后，Scollon 与 Scollon (2003) [2]通过对亚洲、欧洲和美洲等不同国家的公共标牌

符号的研究，提出了“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的概念，即研究在物质世界或现实世界里语言所产生

的意义系统。2014 年，尚国文和赵守辉[3]在《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中提出了语言景观的

新概念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认为语言景观并不是静态单方的语言实践，而是多方互动的过程。这促进了

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语言研究的重要分支，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例如，Huebner (2009) 

[4]通过对曼谷城市标牌的研究，强调了多语标牌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作用；张琼(2021) [5]以星湖景区为

例，分析了多模态语言景观在旅游语境中的功能实现。在博物馆语境下，语言景观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

介，更是文化记忆与认同建构的关键载体(白丽梅，2018) [6]。李稳敏与胡锦钰(2024) [7]运用 SPEAKING
模型对北京地铁双语站名进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街道、

景区或交通枢纽，对博物馆这一文化密集型公共空间的系统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缺乏从交际全过程视

角出发的综合性分析。成都博物馆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其语言景观在文化传承与国

际传播方面的实践，为深入探讨博物馆语言景观的构建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 
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近 30 万件，年均接待观众超 300 万人次，其语言景观不仅是服务游客参观

的基础工具，更是展现巴蜀文化特色、推动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载体。无论是常设展览“花重锦

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中对古蜀文明文物的解说，还是“人与自然：贝林捐赠展”里的跨文化生

态主题呈现，语言景观的恰当表达，对塑造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形象、增强巴蜀文化国际传播力具

有重要意义。 
尽管成都博物馆在语言景观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语码选择、译写规范与文化适配方面仍

存在优化空间。部分文物解说牌存在多语覆盖不足的问题，巴蜀文化专有名词译写缺乏统一标准，文创

商店非官方标牌的文化内涵传递也有待加强。现有研究多从公共空间的语言翻译角度对语言景观进行解

读和分析(张琼，2021) [5]，缺乏对博物馆这一特定语境中多模态符号协同构建意义的深入探讨。因此，

本文以 SPEAKING 模型为理论框架，结合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系统考察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构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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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功能实现与存在问题，旨在弥补现有研究在博物馆语境下的不足，为文化遗产传播与语言服务优化

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2. SPEAKING 模型概述 

Hymes (1972) [8]从人类交际文化学视角出发首次提出分析人类言语活动的 SPEAKING 模型，旨在研

究人类言语活动的交际效率。其中 S (setting and scene)为场景，即交际事件发生的物理环境以及心理背景

和文化内涵，对应成都博物馆场景，具体表现为不同展区的物理空间(如古代巴蜀文明展厅、自然生态展

厅、文创商店区)与文化语境(如三星堆青铜文化、汉代画像砖民俗内涵、蜀锦蜀绣非遗文化背景)；P 
(participant)为交际事件中担任特定社会角色的参与者，在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中，“参与者”包含标牌

“作者”(博物馆展览部设计团队、文创商铺经营者)与“读者”(本土游客、国际访客、文博专业研究者)
两类群体，两类群体的文化认知水平与信息需求差异直接影响语言景观的传播效果；E (ends)为约定俗成

的预期结果以及情景化的个人交际目的，成都博物馆官方标牌(文物解说牌、展区导览牌)的预期结果是传

递文物历史价值与巴蜀文化内涵，非官方标牌(文创商品价签、临时展览海报)则侧重实现商业推广与游客

体验优化的个性化目的；A (art sequence)为活动序列，即交际的实际形式和内容，体现在博物馆语言景观

中，表现为多语标牌的语码排列次序(如汉语与英语的上下/左右排布)、信息呈现层级(文物名称–年代–

功能–文化注释的内容顺序)；K (key)为基调，即特定信息传递时的语调、语式，对应博物馆场景，表现

为标牌的字体风格(历史展区的隶书、楷书与文创区的艺术字体差异)、色彩搭配(古代展区的赭石色、深

棕色与儿童互动区的明亮色彩)及信息密集程度(专业文物解说牌与便民提示牌的文字量区别)；I 
(instrumentality)为交际渠道和功能变体(语码)的选择，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交际渠道涵盖文字标牌、语

音导览、二维码数字解说等，语码选择则包括汉语单语、汉英双语及少量汉英日/韩多语组合，不同渠道

与语码的搭配服务于差异化传播需求；N (norms)为交际中附着于言语的特定活动特征、听话者的理解方

式和具体交际规范等，在成都博物馆场景中，既需遵循《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GB/T 30240.1-2013)
等国家语言政策，也需契合文博行业对文物信息准确性的专业规范，同时兼顾游客对文化信息的通俗化

理解需求；G (genre)为交际中言语所属的语类，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语类可划分为说明类(文物年代、

材质、功能解说牌)、指令类(“禁止触摸”“安静参观”等提示牌)、宣传类(文创产品推广海报、临时展

览预告牌)三类，不同语类对应差异化的语言表达策略(白丽梅，2018) [6]。 
本文以 SPEAKING 模型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成都博物馆语言景观的语码分布、符号协同与文化传

递现状，旨在厘清当前存在的问题，为优化博物馆语言服务、强化巴蜀文化传播效能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成都博物馆位于成都市中心，是展示成都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本研究以成都博物馆内的各类语言

标牌为研究对象，包括指示标识、展品说明、宣传标语、互动标识和警示标识等。 

3.2. 研究过程 

在对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采用了实地考察与网络查询相结合的方式，以

手机拍照为主要手段，对博物馆的语言景观进行了详细的语料收集。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笔者重点对成

都博物馆内部的展览标识、导览牌、解说牌以及周边街道上的店铺招牌、广告牌等进行了拍照记录。这

些语言景观不仅包括中文标识，还涵盖了多语种的标牌，如英文、日文等，这些多语种标牌在成都博物

馆及其周边区域的语言景观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确保语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笔者在实地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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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还通过网络查询的方式，对成都博物馆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相关的旅游网站进行了信

息收集。这些网络资源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多语种的介绍，为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在收集素

材的过程中，笔者特别关注了多语种标牌的使用情况，包括不同语言之间的搭配、翻译的准确性以及语

言使用的文化背景等。通过对这些多语种标牌的详细记录和分析，笔者旨在深入探讨成都博物馆及其周

边区域的语言景观特点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3.3. 研究结果 

根据在成都博物馆及其周边区域收集到的资料，其语言景观涉及中文、英文、日文和韩文四种语码。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 132 张照片的标牌调查样本中，同语言的语码使用率分别为中文 100%、英文 6.06%、

日文 1.52%、韩文 1.52%。其中，语码组合类型主要包括单语标识(标识中只出现一种语言)和双语标识(标
识中出现两种语言)。在调查的所有语言景观标牌中，中文单语标识占比 28.79% (38 张)，双语标识占比

65.15% (86 张)，多语标识占比 6.06% (8 张)。其中，中英双语标识占比最高，为 65.15% (86 张)，中日双

语标识占比 1.52% (2 张)，中韩双语标识 1.52% (2 张)。由此可见，成都博物馆及其周边区域的语言景观

中存在多语共存、文化多元的特点。成都博物馆及其周边区域的标识牌样本中，中文使用率为 100%，由

此可见中文是成都博物馆及其周边区域的主导语言和优先语码。这些标牌不仅展示了成都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体现了成都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语言多样性。 

4. 基于 SPEAKING 模型的分析 

4.1. 背景与场合(Setting & Scene) 

语言景观在象征层面主要考察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语言权势、身份认同及意识形态(刘丽芬等，2021) 
[9]。成都博物馆作为一个权威的、面向公众的综合性文化殿堂，其语言景观在不同子场景中呈现出明确

的功能分化。核心展区(如“花重锦官城”常设展)的场合被定义为“严肃的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其语

言景观(占比最高的中英双语标牌)风格严谨、信息密集。而在文创商店、休息区及临时特展厅，场合则更

偏向于“文化消费与国际交流”，语言景观的基调相对轻松，并出现了全部 8 张中英日韩四语标牌，主

要集中在导览图、安全提示和文创区，精准服务于多元化的国际游客群体。数据显示，博物馆通过语言

景观在不同物理空间中的差异化配置，成功塑造了兼具教育权威性与服务亲和力的复合型场合。 

4.2. 参与者(Participants) 

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语言景观目标受众的优先级。中文单语标牌(38 张)的存在，明确了本地及国内游

客是博物馆最基础且核心的服务对象。中英双语标牌(86 张，占比 65.2%)的绝对主导地位，表明国际游客

是重要的次级参与者，而英语使用者是其首要服务的国际对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8 张中英日韩四语标

牌的出现，这精准地反映出，在博物馆的预设中，除英语使用者外，日、韩游客是数量最多或最受重视

的特定游客群体。这种语种配置体现了博物馆对成都主要境外客源市场的精准判断与语言服务。 

4.3. 目的与结果(Ends) 

语言景观的语种分布直接体现了其多重交际目的。中英双语的普遍性，首要目的是实现跨文化的信

息准确传递(目的 E1)。而中文单语标牌常用于深度历史背景介绍或诗词引用，其目的更侧重于深化本土

观众的文化认同与共鸣(目的 E2)。四语标牌则集中于通用性、指令性信息(如“请勿触摸”)，其核心目的

是实现最大范围的基础沟通与秩序维护(目的 E3)。从效果看，中文的权威地位得以巩固，英语服务实现

了基本覆盖，但对日、韩以外语种游客的服务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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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行为次序(Act Sequence) 

标牌信息的排列序列固化了语种间的权势关系。在所有 94 张(86 + 8)多语标牌中，中文无一例外地

位于序列顶端或最左侧(行为序列 A1)，字体通常也更现住。英文紧随其后(行为序列 A2)，而日文、韩文

在四语标牌中则按固定顺序位列其后(行为序列 A3)。这种“中文 > 英文 > 日文 > 韩文”的严格行为序

列，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视觉化地呈现了以中文为绝对核心、其他语种按重要性递减的等级秩序。 

4.5. 基调(Key) 

语种数量与标牌功能共同决定了其基调。中文单语和中英双语的展品说明牌基调权威、典雅、学术

化。然而，在四语标牌上，由于空间限制和功能需求，所有语种的文本都趋于简洁、中立、指令化，文学

性和情感色彩被剥离。这表明，当交际目的从“文化阐释”转向“公共管理”时，语言景观的基调会从丰

富多元转向统一的功能主义，以确保效率。例如，“这件文物见证了成都古代的繁荣发展，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样的表述既准确传达了信息，又体现了对文物的尊重。同时，博物馆在一些

互动标识和警示标识中也适当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如“请不要大声喧哗，谢谢您的配合”，使语言景

观更加亲切自然，拉近了与游客的距离。 

4.6. 媒介(Instrumentalities) 

数据显示，语言景观的媒介高度依赖实体标牌这一传统渠道。然而，在多数中英双语展品标牌上出

现的二维码，构成了一个关键的数字渠道延伸。观众通过扫描这一渠道，可以获取比实体标牌更详尽的

(通常是仅中文的)图文音视频信息。这形成了一种“线下多语引导，线上中文深化”的复合型信息传递模

式，体现了传统媒介与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场景中的有效协同。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通过多种传播媒介

呈现给游客，包括实物标识、电子显示屏、导览设备等。实物标识是最常见的传播媒介，如指示牌、展品

说明牌等，它们以直观的方式向游客传递信息。电子显示屏则用于展示动态信息，如展览预告、讲座信

息等，能够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并及时更新内容。导览设备则为游客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游客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语言和讲解内容，提升了参观体验。此外，博物馆还通过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

台等线上媒介，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成都的历史文化，扩大了博物馆的影响力。 

4.7. 规约(Norms) 

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严格遵守着多重显性与隐性规范。在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上，全部 132 张标牌

均使用标准简体中文。在国际化公共服务规范上，其中 94 张标牌提供了外语服务。更重要的是，它遵循

着一条隐性的文化政治规范：即在任何多语组合中，中文必须在视觉和序列上占据主导地位。四语标牌

的出现，则体现了在特定国际旅游城市(成都)的博物馆中，对主要客源国语言服务规范的初步探索和应用。 

4.8. 体裁(Genre) 

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体裁丰富多样，主要包括指示标识、展品说明、宣传标语、互动标识和警示

标识等。每种体裁都有其特定的格式和功能。例如，指示标识通常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和清晰的图标，

引导游客在博物馆内有序参观；展品说明则以详细准确的文字描述为主，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信息；

宣传标语多采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传达博物馆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互动标识和警示标识则以口语化

的语言和醒目的图标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引导游客参与互动或遵守规定。这些不同体裁的语言景观共同

构成了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体系，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4.9. 结论 

数据证实，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是一个以中文为绝对权威(主体性)、英文为标准化配套(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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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语为选择性补充(精准服务)的层次分明体系。它成功地通过语言景观建构了成都作为中国文化主体

性强、同时又对外开放包容的国际化都市形象。未来的优化方向，或可考虑在最重要的展品上逐步推广

四语说明，并将数字导览内容进行多语化升级，以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托 SPEAKING 模型，对成都博物馆 132 张语言景观样本进行了系统性剖析。分

析表明，成都博物馆的语言景观绝非简单的信息标注，而是一个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社会文化文本。

它通过以中文为绝对核心、英文为标准化辅助、日韩语为精准补充的语种配置，构建了一个既彰显文化

主体性又拥抱国际化的复合交际空间。这一语言策略不仅高效地履行了其信息传递与公共教育的核心职

能，更深刻地参与了地方文化认同的塑造与“天府文化”国际形象的建构。本研究验证了 SPEAKING 模

型在解读静态、多模态语言景观方面的强大阐释力，也为未来博物馆乃至其他公共文化空间的语言规划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证依据与思考方向。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观众感知与反馈的调查，从而在“建

构”与“解读”的互动中，更全面地把握语言景观在社会文化交流中的深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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